
【导语】随着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管理环境日益复杂动荡，管理实践呈现生态化趋势，管理要
素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并组合在一起动态地、系统地影响结果，在因果关系上呈现非对称性、并
发性、多重实现性、涌现性、互为因果等因果复杂性特点（杜运周等，2017），亟待发展适合分析
复杂系统的管理理论、方法和范式（盛昭瀚和于景元，2021；杜运周等，2021）。为了推动这一新
兴领域的发展，盛昭瀚、杜运周、王涛、范笛4位教授作为特邀编辑组织了“复杂系统管理：哲学
与方法论”特刊。经过初审、同行评审、编辑讨论等环节，本特刊最终发表3篇文章，分别围绕复
杂思维的理论框架、QCA方法与复杂系统观下的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以及突发事件中的复
杂决策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罗家德等的文章认为，还原论范式下机械分解、线性因果、
二元对立的简化分析难以解释复杂的社会系统现象。他们在简要梳理复杂思维的主要概念、莫
兰的复杂思维框架的基础上，引入格兰诺维特的“行动与网络共同演化”视角以及卢曼的“社会
自创生”理论，发展了莫兰的复杂思维框架，并基于新的拓展框架解释了两个复杂社会系统案
例（罗家德和万怡，2023）。乔晗等的文章认为，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现有文献
未能深入研究提高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水平的条件和复杂系统机制。该文基于技术—组织—
环境框架，采用复杂经济系统和组态视角，系统分析了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的匹配联动促进
高水平区域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的5种路径。该文丰富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研究的方法和视
角，研究结论对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具有启发意义（乔晗等，2023）。白佳等的文章基
于复杂决策理论，探究了弥补决策主体认知缺陷的方法和路径，指出决策主体从决策问题的复
杂性分析、决策目标的综合控制、决策过程的迭代、决策方案的递进优化4个维度来克服认知缺
陷；政府在决策组织平台发展的初期是序主体；“物理复杂性、系统复杂性、管理复杂性”的协同
转换是复杂系统思维范式转移的有效路径（白佳等，2023）。

——（杜运周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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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复杂思维反对还原论,从思考开放系统的本质出发,将主体的能动性、主体间的

网络结构以及自组织纳入思维架构,考察系统涌现出的新特质及非线性的演化过程。本文通过

对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思维的介绍,结合莫兰由复杂系统研究中被多学科共用的几个主要概念——
有序、无序、组织、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的二重逻辑下的基础概念架构,引入格兰诺维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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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与网络共同演化”视角以及卢曼从“自创生”概念发展出的“社会自创生”理论,以补充基

础架构中相互作用与组织的含义。同时,以这一扩充的概念架构具体分析两个复杂社会系统研

究的理论范例,重新诠释集中式发电产业体制的建构过程与越南农业制度演进中的农民运动,

得到不同于还原论范式的理论解释。本文还提出将中庸之道的动态平衡的概念纳入扩充架构,

并尝试将之与格兰诺维特的理论结合,对两个理论研究范例继续做出解释,展示出概念架构进

一步拓展的可能性。本文提出的概念架构使作为一种分析视角的复杂思维有所发展,并能补充

既往还原论范式下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简化解释,得到新的发现,拓展社会科学、管理学研究的

理论视角。

关键词：复杂系统研究；复杂社会系统；复杂思维；自组织；涌现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23)01-0023-15
 

一、  引　言

还原论（reductionism）范式下机械分解、线性因果、二元对立的简化分析思维使得社会科

学研究者难以深入全面地解释社会系统现象。科尔曼曾以经典的“方舟模型”指出还原论范式

下整体方法论、结构功能主义的缺陷(Coleman，1990)；格兰诺维特也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过度

或低度社会化的研究倾向提出批判（Granovetter，1985）。复杂系统研究的发展为长期由还原论

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研究带来了范式的变革。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已将复杂系统的建模、仿真

与大数据分析方法运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中，解释诸如组织、市场等系统的韧性和适应性（约

翰•H. 米勒和斯科特•E. 佩奇，2012），以及复杂系统中的决策与管理问题的实践（张维等，

2013；张群等，2017）。研究者还关注社会系统中人类的合作行为与集体智能涌现（阿莱克斯•彭

特兰，2015；Zeng等，2021）等，复杂系统研究已经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可用的相关模

型。但诚如斯科特•佩奇对社会学和复杂系统研究之间关系的阐释，社会学和复杂性科学并不

存在路径依赖关系，两者本是平行发展。但是，如何从认识论上引入复杂系统研究的概念，为社

会科学研究者提供理解社会系统的新思维方式，进而修正还原论范式带来的先入之见？

本文将首先介绍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对于复杂思维①的相关见解，阐释

复杂系统研究具有的一些“共性”概念，并提出一个复杂系统研究的基础架构。为了更好地理解

组织和社会系统，充实莫兰的基础架构，本文紧接着从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和卢曼

（Niklas Luhmann）两位思想家的具体概念出发，发展关于社会网络的行动与网络共同演化和

多尺度涌现(emergence)的研究，以及从自创生（autopoiesis）、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引申的

“社会自创生”理论，勾勒出一个较丰富的复杂社会系统研究的概念架构，并进一步介绍二重逻

辑（dialogique）在社会系统中如何体现。

这一扩充的概念架构有助于解释一些社会和组织现象。例如，产业制度怎样从企业家的小

圈子层层涌现而出，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局部行为进而破坏长久存续的传统规范。复杂思维的演

化视角既看到了新制度在起始条件和环境条件下涌现的过程，也看到系统的自我延续和自适

应的组织过程间的矛盾性，使研究者能够得出尽可能充分（而非完备）的解释。

在讨论中，本文关注到中庸之道与复杂思维的密切关联，中庸之道中蕴含着复杂社会系统

中的主体对多元力量的动态平衡，因此，本文将其与已得到初步扩充的概念架构结合，展现出

本文所提出的扩充性概念架构在未来能够发展延伸的潜力。

①在译介莫兰相关著作时，国内不同学者将莫兰的思想总结为“复杂性理论”“复杂性思想”“复杂思想”“复杂性思维方式”“复杂性思维”
“复杂思维”“复杂方法”“复杂范式”等，本文统一使用“复杂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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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最后也提到了复杂系统研究为社会科学与管理学带来的新的工具与方法，它们将

有助于验证理论、改善理论解释并对社会现象进行预测，这为社会科学家与管理学家推进自身

领域的研究以及实现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二、  复杂思维——莫兰的基础架构

（一）复杂系统研究与复杂思维

贝塔朗菲提出的一般系统理论(von Bertalanffy, 1969)深刻地影响了生物学、生命科学、生

态系统学的发展路径，也衍生出了包括视组织为能够自我创生、自我复制的有机体的复杂系统

的管理学。从贝塔朗菲到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视角（Parsons, 1969）再到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

论”(Wallerstein, 1974)，社会学界其实一直有以系统观看待整个社会的传统，并建立起以复杂

系统视角解析社会、组织现象的理论与工具 (Castellani和Hafferty, 2009)。尽管复杂系统研究发

展的数十年间，已取得了一些一般化理论的重要进展，如复杂系统的网络具有的无标度网络特

质(Barabási和Albert，1999; Barabási，2005)、小世界网络特质（Watts和Strogatz, 1998; Watts，
1999），以及物理学家韦斯特(West, 2018)对复杂系统中规模法则的描述等。并且，科学家社群

从未放弃对复杂系统研究（或称复杂性科学）会出现大一统理论的希冀，甚至仍试图用简洁的

数学模型对这样的理论进行表达，但迄今为止，得出整合性原理还有十分漫长的距离。

在自然科学的各类学门中，复杂系统研究的概念不断出新，不能穷举，它们都指向了以系

统观研究开放系统、复杂网络以及非线性演化的视角，衍生出反还原论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

法。西蒙（Simon，1976）、斯科特（Scott，1998）、佩罗（Perrow，1986）等为代表的组织理论家将相

关概念运用到复杂组织系统研究当中，产生了复杂系统的管理理论。复杂系统研究的概念也进

入了社会学（Coleman，1990；Luhmann，1995）、经济学(Arthur，2015)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正如

复杂系统科学家梅拉尼•米歇尔（梅拉妮•米歇尔，2011）所指出的，与“一般性原理”相比，“共
性”对于研究复杂系统或现象更有帮助。在此基础上，如何将大量概念组织起来形成复杂思维

的概念架构，并运用其分析社会、组织现象以得到新的理论解释，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莫兰的复杂思维及概念架构

莫兰是当代思想史上首先试图将复杂系统研究的相关理念置于认识论之内的学者(陈一

壮，2007)。作为对复杂思维最有省思的哲学家之一，莫兰综合多学科视角，倡导以复杂思维重

新认识科学研究与人类世界。

莫兰本人对复杂性和复杂思维的认识处于变化之中，他曾将二重逻辑原则、循环

（récursion）原则、全息（holographic）原则总结为自己对复杂性理论的主要贡献（陈一壮，2007）。
以这三个基本原则为核心，结合莫兰在相关著作中的论述，本文将莫兰的复杂思维总结为如下

几点内容。

第一，莫兰明确反对还原论范式所主张的，科学是客观、固定的，能够找到不变的真理。他

指出，偶然性与无序性不可消除，复杂性包含不确定性、非决定性、随机现象。任何复杂系统中

总是有序中出现无序，无序中出现有序，具有循环往复性（recursiveness）。复杂系统不会有绝对

的稳定，始终是动态的、演化的。同时，复杂性反对普遍主义的抽象化，认为普遍性与个体性并

存，“真理”“原则”与所处的时间、场域相关，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第二，个体和整体并非孤立存在，系统内部的主体间、系统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都相互关

联。任何事物皆有自身的网络结构，各类系统中存在着不可胜计的相互作用、相互反馈的关系，

并且它们之间的连接是错综化的。复杂系统本身是开放系统，和所处环境紧密相关，如同气象

学研究中的“蝴蝶效应”，层层向上演化，且层层都是由初始条件和环境条件共同决定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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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nz，1963)。正是由于系统的开放性，外在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才更为迫切而不可回避。

第三，自组织性与涌现性，系统是非线性演化的。由于连结和网络的存在，各个主体之间能

够进行正负反馈和循环往复地相互作用，自我组织的过程因此而实现。复杂系统具备自组织

性，并且在不断自组织的过程中，可以涌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性质，这也是无序中自我出现有序

的原因。在开放的环境条件下，自我组织的系统会与外部不断互动，与环境发挥着共同组织的

作用。

第四，全息原则与循环原则。系统由自组织涌现出新性质不表示与原本的系统全然剥离。

全息原则意味着：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整体也存在于部分中。某种基本而简单的性质在最小

单位中已经存在，即使经由层层叠加、演化，仍会包含在系统中，并对每一层次的复杂结构都具

有一定的预见性。分形理论(Mandelbrot，1982)揭示的便是这样的道理。全息原则下，部分和整

体之间相互决定，这与循环原则相联系，譬如在社会学中，个体的自组织产生了社会系统的某

些特质，然而这些特质一旦被生产，又循环往复地反馈作用于个体并将其持续增强。

第五，二重逻辑原则。有序-无序、自主-依赖、偶然-规律、熵-负熵、涌现-控制……还原论范

式下，科学研究习惯于将一些概念对立，非此即彼。莫兰通过二重逻辑的原则联结两个既对立

又互补的概念，二者并存且相互影响、共同演化。如同伴生的无序与有序、全息原则下的整体与

局部。区别正反不是为了制造两极对立，而是为了正反并存、相互作用，二重的事物是在相生相

克中共同演化的。

莫兰提供了如图1所示的基本概念架构。

由于开放环境与无序的不可消弭，有

序的系统会走向无序，但其中的存在物与

存在活动会相互作用，从而组织（主要指自

组织）出新的有序系统，这一系统的特质又

和组织的过程产生相互作用（埃德加•莫
兰，2001），而且这样的过程循环往复地交互影响。莫兰要求研究者将这些概念置于二重逻辑

下，方能考察复杂现象，包括复杂社会和复杂组织系统，由一部分复杂系统的“共性”概念组成

的理论架构因此得到初步展现。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复杂社会系统而言，当使用图1架构分析社会、经济、治理等现象时，

莫兰在阐释“相互作用”一项时所提出的“存在物”“存在活动”“系统特质”“组织过程”都需要进

行厘清和进一步补充说明，否则，研究者将难以界定复杂社会系统中的分析对象；同时，莫兰强

调的将架构中的各项置于二重逻辑下，在复杂社会系统研究中应当作何理解？

对于“存在物与存在活动的相互作用”，本文通过格兰诺维特的理论加以补充，从而可以引

入社会网络结构与行动共演的分析过程和研究方法；对于“组织与系统的相互作用”，本文引入

卢曼的理论加以补充，并从中窥见复杂系统具有二重逻辑的本质。我们还将以这样整合的架构

对两个理论范例进行诠释，比较得出新架构为既有解释带来增益的部分。

三、  动态复杂社会网视角的引入

相互作用中重要的一项是存在物与存在活动的相互作用（见图2），这带来组织的过程，从

而涌现出系统新的特质并创造新的秩序。本文首先以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视角（Granovetter,
2017）进行补充。

格兰诺维特和莫兰一样，旗帜鲜明地反对还原论研究范式。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动“镶

有序 无序 相互作用 组织

 
资料来源：埃德加•莫兰，2001。

图 1    二重逻辑下的基本概念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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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在社会关系中（Granovetter，1985），社
会网络学派将目光投射于个体行动与关系

网络，个体是关系网络中的节点，一个节点

的行动会通过网络辐射到周边乃至更远的

节点，行动者的行为会在不同程度上互相

影响。由于个体的影响所及的局域网络规

模、网络结构不同，网络中其他主体的影响力也相异，使得不同行动者产生和受到的影响存在

极大差别，这印证了莫兰所言的“连接的错综化”。
引入格兰诺维特行动与网络结构共同演化的理论视角，能够为莫兰提出的基础架构带来

两方面的价值。首先，这一理论视角指定了存在物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主要指个人，在组织研

究中也包括团队、社群和组织；存在活动则包括了主体的行为与社会交往活动，后者形成了社

会网及网络结构。主体行动与网络结构会在时间、系统层次上共同演化，两者之间的正负反馈

决定了图1所示的“组织”的过程。

其次，这一理论视角使得复杂系统理论与社会网络学派、新网络科学的方法（new science
of network）（Newman，2010）以及多主体动态模型①（Macy和Willer，2002）相关联，这是复杂社

会系统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取向（Castellani和Hafferty，2009），并且由此可以建构动态演化

理论模型，进而和大数据的理论验证方法相结合。因此，将这一理论视角补充进基础架构，不仅

能够对诸多社会议题进行解释，还能将理论解释建立动态演化模型，并匹配模型与大数据以验

证理论，因理论的验证又可以深入探索更为细致的理论发展乃至于提出新理论。

当然，引入这一视角不会排除其他的理论视角，比如视存在物为各类社会功能，及其间的

相互作用（Parsons, 1969），或视存在物为各社会子系统，以及其间的耦合（Luhmann，1995）等。

对下面一个产业秩序形成过程的解释，可以展现对图3所示的纳入社会网络理论视角的研

究架构的理解与运用。19世纪末电力产业初起，发电技术和输电方式均没有形成统一的产业标

准，处在无序竞争之中。这一研究范例正是对电力产业如何从无序经由不同层次向上组织出有

序的演化过程做出的说明，同时还充分呈现出主体行动与网络结构如何形成正向反馈、涌现出

有序的规则层层升级地传播到更大网络（lager network）中，并循环往复地使得有序的规则逐

渐被整个产业所接受。

格兰诺维特和麦奎尔（Granovetter和McGuire，1998）发现，美国电力行业的边界、构成以及

发展状况是一个能够被识别出的动态社会网络。19世纪80年代，爱迪生建立了电气设备制造公

司并创建了街区型集中发电站，为电力行业奠定了基础。但在当时，集中式发电并不能顺理成

存在物 相互作用

存在活动 
资料来源：埃德加•莫兰，2001。

图 2    存在物、存在活动与相互作用

行动 社会网络

相互作用无序有序 组织

 
图 3    引入社会网络视角的架构

①这里的计算社会学是指以多主体建模与电脑模拟为主的传统。Castellani将其上推，认为这一传统始于1957年（Castellani和Hafferty，
2009），不同于始自2014年以来以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方法为主的“新计算社会学”（罗玮和罗教讲，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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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地成为电力服务的主导形式，每家每户拥有独立发电机的分散式发电制度甚至更具效率。

“存在物”自然是产业中的主体−个人与组织，1885年，NELA（National Electric Light
Association）在美国成立，并于1888年被电气俱乐部（Electric Club）的领导人所主导。两个行业

协会都不在爱迪生的社交网络之内，为了应对这一局面，爱迪生的私人秘书英萨尔（Samuel
Insull）成立了AEIC（Association of Edison Illuminating Companies）。AEIC成员大多是爱迪生或

英萨尔的私交，同时也是爱迪生下属公司的主管，这一协会在许多城市建立了城市中央电站公

司。19世纪90年代早期，加盟AEIC的主要公司同时开始陆续加入NELA，几年后便占据了重要

位置。1892年，爱迪生离开电力行业，英萨尔取代他成为圈子领袖。英萨尔及其圈子成为主体网

络中重要节点，1898年，英萨尔当选AEIC和NELA的主席，更加提升了他和圈子的话语权。

“存在活动”表现为英萨尔及圈子成员将欧洲的新技术和组织形式引入美国，并发动

AEIC内的公司率先采用。扩张关系网络的行为也在进行，参与AEIC的公司高管和技术专家在

年会上发表大量论文论证新技术合理性，形成跨产业、科研、学术的网络结构。同样的行为与社

会网络结构还在向上升级，在更具全国性影响力的NELA，英萨尔圈子以多数票的方式发挥重

大战略影响力。他们为采用新技术的企业高管提供贷款、技术指导等服务，并将该业绩写入行

业文件，鼓吹新的技术、组织形式的必要性。新技术、新组织结构逐渐被整个行业采纳。在这个

不断促进的过程中，构建起了以友谊、私人关系、科研与商业社会网络为基础的行业自治体系。

而这样的关系和关系网络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决策又通过各个正式组织在行业中产生影响 。
格兰诺维特等人时刻强调电力行业发展可能会出现的其他结果，譬如孤立电站、与蒸汽结

合的多用途电厂、能够出售剩余电流的社区系统等。这些方案在当时比集中式发电更有优势。

因此英萨尔圈子一边推动新技术，一边遏制可替代性方案。通过技术许可、专利垄断吞并，削弱

分散发电的多用途公司的力量，并控制NELA委员会和论文主题，将分散式能源系统倡导者的

相关信息边缘化。

在产业、科研、学术与传媒的社会网络之外，政治网络的跨界连结也非常关键。对政策的影

响更是英萨尔的重要操作，当其推行的技术、制度需要由国家监管通过时，仅靠电力行业内部

的人脉远不足够。圈子成员将行业外的朋友纳入关系网络以达成自身目的，虽然政策推行的研

究结论不能证明集中发电所需技术的优越性，英萨尔仍然得到了预期的结果。

“存在活动”同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英萨尔需要扩大影响以开发更多机会，所以他和

圈子成员发起了大量行动，如发表论文、组织协会、提供贷款和技术指导等，在这种情况下，关

系上需要脱耦（Granovetter，2002，2017），增加利益相关者，扩大人脉圈，减少过多紧密的关系

以免排挤他人加入，这既能增加集中式发电的影响力，也能在弱连带多的疏网中找到更多结构

洞（Burt，1992），伺机寻觅发展事业的更多机会。但另一方面，机会出现时，行动上英萨尔需要

影响政策，多建私人关系以形成垄断。而圈子的社会网规模越大、结构洞越多，形成集体决策就

会越困难，难以发动有效的集体行动掌握机会；特别是参与行动者越多，分享到的利益就越少，

参与者的动机减弱。此时关系上要加强耦合，迫使圈子缩小，从而建立核心伙伴联盟，并形成强

有力的集体行动团队（Granovetter，2002，2017）。推广技术以扩大机会和形成团队来掌握机会

两方面的行为与网络结构−脱耦及耦合−的“相互作用”，完成了“组织”的过程，一个有

序的新产业体系涌现了。

英萨尔圈子不是因顺应未来趋势才积极发挥主动性。19世纪末，火力是主要发电能源，少

有其他选择，集中式发电的前景并不明朗，英萨尔圈子的各种行动一度造成了技术、组织、经济

的低效，他们却成功地以相对低效的系统建立了产业的新秩序。集中式发电经由英萨尔圈子的

强力推动在美国成为主流模式后，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集中能源发电系统得到了快速发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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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核能与各类清洁能源，路径依赖使得其他系统逐渐被淘汰。

格兰诺维特等人认为，电力行业体制并非诞生于理性选择。英萨尔和合作者之间长期存在

的关系、相似的经历背景，以及积极创建新的社会关系构建公司网络，逐步推动了整个行业模

式的扩散。这是一个自组织社群逐级扩大规模和影响力的过程−即莫兰所言的“组织”过
程。利用跨领域、跨地域的人脉关系，英萨尔圈子重新构建了市场和政治体系。广泛的人脉范围

使英萨尔能充分利用关系网络操纵行业发展的走向，但英萨尔从未欢迎“外人”进入核心圈子。

尽管盟友众多，真正意义上的圈子成员却一直限定在少数，保证成员有一致的目标，分享的利

益最大化。

这一范例展示出行为与网络结构循环往复地相互作用与共同演化，并且是从区域到全国

层层跨尺度的演化。作为新兴产业，电力行业尚未出现稳定的市场秩序，处于多方竞争之中。围

绕不同的竞争方案，产生着学术研究、发明、创新传播、产品发展、营销等一系列行为；与此同

时，以英萨尔圈子为核心的集中式发电支持者网络也在形成。当行动与网络结构形成正反馈

时，网络的尺度开始升级，从AEIC的小圈子扩大到NELA协会，从芝加哥扩大到美国各城，全国

性的产业秩序在演化中被逐步建构。

四、  系统自创生理论的引入

引入动态复杂网络视角后，可以观察

到在众多自组织出的方案的激烈竞争下，

英萨尔圈子的行动和网络结构形成了正反

馈，从而跨尺度扩张涌现出了新制度。但莫

兰强调的“组织与系统的循环往复地相互

作用”（见图4），在电力产业体制建构过程

中还没有得到明确体现。并且，如何理解在

二重逻辑下考察系统与组织的相互作用？本文引入“自创生”和卢曼的“社会自创生”理论做进

一步补充，这依然不排除其他扩大本文概念架构的理论。

生物学家马图拉纳和瓦雷拉（Maturana和Varela，1980）提出自创生理论，认为生命产生的

最小条件就是生命的最小单位（细胞）能自创生。随着理论发展，自创生已不再限于生物学领

域，可以泛化到其他系统中去。

任何一个自创生系统都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系统由大量相互作用的网络形成，网络

中的任意一元素都能够被这个网络中的其他元素所催生。在这样相互作用的网络之中，分子之

间可以相互作用形成新分子，构成新网络中的单元。这意味着在这一网络的所有单元中，每一

单元都必须由同一个网络中的其他单元生成。这个条件通常被称为“自闭合”或“生产自闭合”，
系统的“生产自闭合”是自创生的前提。第二，系统需要存在一定的边界，并且边界的元素同样

是系统中的其他闭合圈中的元素独立生成的。当系统具备自我生产闭合网络和清晰边界这两

个条件时，就构成一个自创生系统。自创生意味着系统真正产生的原因就是系统自身。

这使得另一重要概念“自我指涉”（或称“自我参照”）能够被进一步理解。自指起源于语言

学，在自然语言中，人们会使用“这句话”“我刚才所说的”等类似指代性语句。当具备自指能力

后，语言会出现悖论，譬如“这句话是错的”——这类悖论的标准形式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

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形成了自相矛盾的无限逻辑循环。

自指现象构造了一系列挑战终极逻辑的数学定理与命题，但也存在大量“构造性自指”的

系统 相互作用

组织 
资料来源：埃德加•莫兰，2001。

图 4    系统、组织与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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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比如冯•诺依曼的自复制自动机（von Neumann和Burks，1966）问题。为什么人造系统不

被外力干预时会随着时间的演化不断降级、退化，生命系统却会随着长期的演化却会不断升

级？诺依曼将关注点放在自复制能力上，通过一系列研究，证明了通过构造性的自指语句可以

建造自复制机器。诺依曼在晚年花费大量精力设计了元胞自动机，从而在这个模拟宇宙中实现

自复制机器。人们后来发现，同样的逻辑在生物学中也得到了印证。一个细胞完成自我复制必

须有两个部件：细胞本身和它的DNA双螺旋结构——即生命的蓝图。两个部件完成两步操作：

第一步，重新构造、复制一份蓝图；第二步，根据蓝图生成一个新的细胞。这与诺伊曼设计的自

复制自动机的结构是相同的。

将自创生、自我指涉的概念与社会系统研究直接关联的，是德国思想家、社会学家德尼克

拉斯•卢曼。卢曼认为社会是所有沟通的集合，两个意识系统的每一次互动就叫一次沟通。一个

意识系统是独立的系统，自我意识的产生是这个意识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是自指的。社会系统

的运行和存续依赖于沟通。在卢曼的观点中，任何一个系统都必然是自指的，是具有封闭性和

自我指涉的一个循环，以至于能够形成完整的系统。人是多系统的组合，包括脑神经系统、有机

体系统、意识系统、认知系统等，这些系统互相作用又能相互耦合。在这样的基础上，意识系统

与其他意识系统之间互动才会产生沟通，而社会是人类沟通的总和（Kneer和Nassehi，1998）。
在这一点上，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存在明显差异。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社会是

所有关系的总和，关注行动者的行为与动机。关系往往并不由单次的沟通形成，一系列模式化、

惯例化的沟通才足以形成关系。相较而言，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把每一次沟通作为更小的分析

单位。对意识过程自创生的关注意味着脑神经医学、认知科学等领域被整合进关于系统的研

究，这扩大了复杂社会系统的概念架构。本文不深入探讨卢曼的架构，只参考他关于社会系统

自创生的理论。

卢曼在其社会系统理论中提及自创生、自我指涉时，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系统封闭性，系统

中各个事件的结果最终会返回到系统本身。卢曼将能否自创生视为系统之为“系统”的基础条

件，社会系统的自创生是一群主体与一组事件的自我复制与其间关系的复制。社会系统不是事

件和主体的机械组合，社会自创生也不是间歇进行的，而是在不断地运作。

将社会系统自创生理论引入分析架构的必要性在于，莫兰说明了复杂系统由于开放特质、

不确定性、与外部环境关联，并且能自组织、自创新，所以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自适应，卢曼

却指出复杂系统在运作上的封闭性。卢曼从不否认系统对环境开放，但社会系统在变化过程中

同时也有“封闭”的需要。行动者收紧关系、形成信任、找寻认同，并有将系统组织出的“基因”传
承给下一代的倾向，使后代“不变”，以保持我群与他群的区隔（Bourdieu，1984）。假使缺乏“封
闭”条件，系统会时常处于剧烈变动状态而趋于崩解，系统中的个体也会因过于迅速的复杂化

无所适从（Luhmann, 1995）。所以，卢曼对社会系统自创生的阐释进一步说明了复杂本身的二

重逻辑——系统自我传承的特质与自适应于环境的变化过程的相互作用，两者互为前提又彼

此遏制。

就社会系统而言，一方面，当外部环境剧烈变化时，系统内部必须要发生变革以适应外在

变化，这与莫兰的概念架构中的“有序—无序—组织”以及本文补充的行动与网络结构的共同

演化一脉相承。但另一方面，系统内部发生变革会导致系统高度不稳定，如果对外在环境变化

的不适应累积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内部此时处于剧烈变动期，很可能会导致系统的震荡乃至崩

解。因此，维持创新能力、适应外在环境变化而使系统存续发展，和在剧烈变化中维持稳定、避

免造成系统崩解，这两者是一个社会系统复杂性的二重逻辑问题。

社会系统中人类如何保持自我认同是族群延续的重要议题。社会系统将环境因素“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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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内部形成新特征后，会有将新特征传承给后代的倾向，从而形成社会自创生的机制。如果社

会系统不具备这种“遗传”的能力，即使自组织、自适应成功，系统也有因失去自我认同而消亡

的可能。卢曼不仅注意到社会系统在进化中如何变化，也注意到变化过程中系统以何种方式维

持自身认同与可辨识性。社会科学家对阶级文化的塑造和传承问题的探讨（Bourdieu，1984；
Willis，1978），与自创生高度相关。各阶层会复制出其下一代，特别是社会精英会尽全力使下一

代沿袭固有的社会结构，完成一次跨代际的社会自创生。所以，系统为维持认同的自创生与为

保持变化的自适应又是社会系统复杂性的二重逻辑问题。

卢曼将信任视为消减现代社会复杂性的一种重要机制。在卢曼的理论中，系统信任能使人

们对复杂社会中的偶然事物保持一种稳定的态度。与之类似的是社会网络研究中相对具有封

闭性的网络结构，这种封闭性使网络内部结构更为紧密，成员彼此更加熟悉。并且，这种网络具

有一定边界，信息和事件在其中的传播能够被重复检查，进而消弭信息不对称（卢曼，2005）。个
体的信任关系、网络的紧密性使复杂的决策得以简化；但在开放系统中，个体及自组织同时要

保持信息“过载”以寻求自适应，“封闭”与“开放”更是一个社会系统复杂性的二重逻辑问题。

不难发现，社会系统的“开放”与“封闭”形成了悖论——为了封闭的开放和为了开放的封

闭。在复杂社会系统理念的实际运用中，带来的最大启发便是悖论的管理（Li，2008）。自新制度

主义学派丰富了组织社会学的理论内容之后，已经对开放系统、外部环境、正负反馈等议题有

较为充分的讨论（DiMaggio和Powell，1983）。但当引入社会自创生的理论，会发现能够自我创

新并涌现集体行动、涌现新制度的主体，通常是因为自组织产生自我秩序，创新是为了在开放

系统中更好地适应环境，然而自组织的前提条件却是网络封闭性带来的高度信任。一方面，封

闭、密网、信任关系较易产生自组织；另一方面，自组织产生制度创新才好适应开放系统。一方

面，不变才能使种群特征自我遗传以维持我群认同；另一方面，变化才能让种群在开放系统中

自适应而长存。两者相生相克，如果系统追求绝对的秩序以保持自我认同，就会丧失演化动力，

最终趋于死寂。反之，完全的开放、自适应与创新会导致系统不稳定并难以传承。组织，和更大

范围社会，都是同样的道理，二重逻辑下的类似现象会在社会系统中不断出现。

五、  概念架构的扩充与运用

综合上述补充进图1基础架构的行为与结构共演的视角以及自创生理论，得到图5所示的

扩充的概念架构。
 
 

行动 社会网络 自创生

组织相互作用无序有序

图 5    扩充的概念架构
 

该架构一方面保留了系统创建秩序时各方因素相互作用、自组织、涌现新性质并循环往复

地重复这一过程；另一方面引入行动、结构、网络、动态建模，可以和社会网络分析、复杂动态网

络和主体建模等方法相衔接。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不只看到系统内的主体间与多元力量间的正

负反馈与制度涌现，甚至是跨尺度的涌现，还指出了系统的另一面——封闭、自创生、认同、产

生信任——与动态自适应过程形成相互作用。通过这样的概念架构，可以帮助社会科学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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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复杂思维解析社会与组织现象，并得到基于开放系统演化过程中二重逻辑的理论构想。

对这一扩充概念架构的运用，仍以格兰诺维特对越南农民反抗运动的理论建构为范例

（Granovetter，2017）进行说明。斯科特(James Scott)与波普金(Samuel Popkin)的“道义经济”
（Scott，1976）与“理性小农”（Popkin，1979）之争是政治社会学、农民研究等领域的经典论题，两

者正对应了“过度社会化”与“低度社会化”两种类型的还原论解释；以复杂思维的概念架构加

以考察，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格兰诺维特指出，村庄内部的关系网络结构对于“道义经济”规范能否运行至关重要。在亲

缘关系紧密且“外人”很少的村庄，佃农和其所依附的地主之间共享一套较为清晰的规范，使得

关系长久存续。比如波普金所记录的：地主会与佃农共同分担生产成本与风险。这样的规范建

立在佃农与地主之间的长期关系和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双方关系紧密，或者地主出于某种原因

需要为佃农负担私人义务。也即，关系结构使得地主对佃农具有“家长式”的责任感，并有情感

性关系嵌入其中，而不是斯科特认为的很少受关系影响的交易行为。这表明，由关系网络的封

闭性而自组织出的规范，在信任、监督、声誉等自治理机制下可以良好运作（Ostrom，2009）。
然而这种规范最终走向了衰亡，并不是地主厌恶自身“责任”刻意将其取消，它随着越南经

济背景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自然消失。二十世纪初的越南东京地区，地主本身加强了土地兼并，

殖民者也征收大量土地交由地主打理。大地主阶级产生，地主和佃农之间出现了代理人。地主

与大部分佃农仅剩下了交易关系，传统的家长式管理随之终止。越南南部也发生了类似变化。

在这些区域，地主的私人关系减少，乡村关系网络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代理人不受原有共享

道德规范的社会网络的制约，因此可以不顾佃农生计，也不负关照责任，肆无忌惮地谋取私利。

而且，带来了这种结果的、更为宏观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其实并没有改变乡村原有规范的意图，

只是通过影响越南人口结构而造成社会网络的变化，进而使乡村网络成员共享的规范逐渐消

逝。农民群体无法通过和缓的方式“自我适应”，不得不以集体行动重新寻求新规范——无论是

为了基本生存还是为了生存得更好。这种“社会结构影响局部行为”的中介性机制破坏了原本

稳定运行的规则，也是由于社会系统的开放性导致的。

在这个范例中，“存在物”是作为主体的个人−包括佃农、地主、代理人和殖民当局。“存
在活动”既包括相关行为，如土地买卖、地主入城、收租行为等，也包括网络结构变量，如熟人网

络的变化、代理人嵌入乡村社区的程度等。行动与结构间的相互作用和共同演化，瓦解了当地

社会的旧秩序，组织出了新的地区秩序，包括代理人制度以及市场导向的规范。

但新的地区秩序却没有涌现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的新制度，这是与电力产业制度涌现案例

的差异之处，也恰好说明了二重逻辑下“系统”与“组织”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地主、佃农以及后

期介入的代理人的行为与某些乡村社会网络结构形成正反馈；另一方面，这样的正反馈并没有

层层向上传导，反而在更高层次的社会系统中，导致了新制度与原有社会规范的矛盾。自创生

带来的二重逻辑体现于社会系统本身和内部行动者之间，也体现于社会系统的革新与延续之

间。农民采取某些行动的原因既不是完全出于道义上的义愤，也不是完全由于理性自利的动

机。基于图5的架构讨论，两种解释都忽视了越南农民所处社会的网络结构与新制度涌现过程

中的二重逻辑（Granovetter，2017）。社会系统自我延续的需求，使得局部的变革与整体的延续

产生张力。新乡村的代理人机制既不是由上而下设计的，也不是地主和佃农双方理性选择的结

果，它基于局部网络结构与行动的共同演化，却与更高层次的“传统”观念产生了断裂。

借助图5中扩充的概念架构，能更全面地理解乡村原有规范如何因网络结构与行为的共演

转化为新的代理人机制，以及局部社会网络的机制如何被传统制度观念抑制。它补充了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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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算计的“理性”解释，注意到制度涌现和“结构-行动”共演之间的关系，解释了非理性的

部分；同时，它也不诉求宏观抽象的“道德”，而指出系统自我传承与新制度涌现过程之间的相

互作用与矛盾之处。这也是莫兰所倡导的复杂思维的方法——以连结的、网络的、非线性演化

的、整体性的以及二重逻辑的眼光重新认识复杂社会系统。

六、  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贡献在于将格兰诺维特复杂动态网与行为的共演视角、卢曼的“社会自创生”引入

莫兰由“无序、有序、相互作用、组织”形成的基础架构，共同构成一个如图5所示的扩充性概念

架构。格兰诺维特的理论充实了“存在物与存在活动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引入了主体行动与网

络结构的共演中正负反馈的分析，一方面可以和新网络科学的方法相结合。“社会自创生”理论

则充实了“组织与系统的相互作用”，对系统的自适应性与延续性的关注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好

地理解二重逻辑。同时，本文也展示了以此一概念架构阐释社会现象的两个范例，展现出扩充

性架构对社会系统研究带来的启发。

本文提出的扩充的概念架构既不排斥其他分析复杂社会系统的架构，也不代表对概念架

构的扩充到此为止。结构与行动的共同演化以及自创生带来的二重逻辑也启发研究者可以将

中国人的中庸思维纳入研究架构。

莫兰曾经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来指代二重逻辑（秦海鹰，2012），阴阳并容、相生相

克的动态平衡思维正是中国人所谓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有两个重要概念：“万物并育而不

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陈晓芬和徐儒宗，2015）——意味着复杂系统中的多元包容；“舜其大

知也与！ 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陈晓芬和

徐儒宗，2015）——意味着系统在成功适应的演化中总是会寻找多元想法，不落入两极对立，且

不断地在多元社会力量间的交互反馈中保持动态平衡。这两个概念结合了系统动态与二重逻

辑，从而指出了系统保持多元力量并存的重要性。而系统演化的方向表现在决策者的决策上，

决策者需在环境中动态观察多元力量间的正负反馈与此消彼长，避免落入极端，并动态地取中

道而行。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方向，对丰富图5的架构极具价值。图5的架构是在循环往复

的系统失序、自组织、有序的过程中，既随时间演化，也随子系统层层升级到更大系统而演化。

系统包含了双元矛盾的力量，过程中的正负反馈和相互消长与系统的动态非线性演化相结合，

在消长间保持动态平衡反映了中庸的思维。所以，如何在时间进程与系统层次上动态平衡双元

矛盾的力量，使系统自创新适应于环境，又自创生以保持族群的认同，将会是扩展模型的未来

努力方向。

因此，本文尝试在图5架构中系统演化的二重逻辑上，加入双元力量间动态平衡概念，更深

入地理解上述的两个理论范例。

英萨尔创建产业秩序的过程中，产业价值链上的每一节点——包括学术研究、发明、创新

传播、产品发展、营销等诸多领域，都存在着脱耦及相应的行动与耦合及相应的行动，形成了双

元力量之间的持续矛盾。英萨尔时而脱耦关系紧密的小圈子，让更多人加入，在学术界、政治

界、不同行业及各城市扩大影响；时而减少一部分关系，耦合出小圈子的成员作为坚实伙伴，避

免过多人员的利益需索，以形成强有力的集体行动。在动态地平衡耦合与脱耦的过程中, 英萨

尔圈子的网络结构总能与所需行动保持正向反馈，循环往复的耦合或脱耦的行动形成的网络

结构，不断地和技术创新与扩散的行动产生正反馈，逐步形成层层升级的跨尺度的行动与结构

的共演，最终建构了新的产业体制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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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脱耦与耦合的时机是在动态发展中不断寻找平衡的过程。如何观察到不同领域社会

网络中反馈的信号，并判断相关力量的消长，以做出“转折”的决策？在此，双元力量的动态平衡

与新网络科学的结合可能是未来研究方法的方案之一。每一股力量的消长是对社会趋势的探

索与预测，在新网络科学视角中，是社会网结构与行动共同演化的结果。一方面，产业价值链上

的每一节点中，疏网结构与探索新机会的行为正反馈时，网络规模越大、结构洞越多，蕴涵的机

会也越多；负反馈时，扩张就要停止，因为网络扩张带来的冗余会越多（Burt，1992），英萨尔要

观察到转折点，并果断地作出反应。另一方面，英萨尔建立了一个精英联盟密网并发起强有力

的集体行动以落实机会、得到收益。网络结构与行动正反馈时，精英联盟内信任越强、网络越

密，集体行动越有效能；负反馈时，精英联盟的信任下降、行动变弱，英萨尔同样要注意到二者

间的转折点并迅速反应。疏网与密网的两股力量同样会相互作用，精英联盟密网与利益相关者

疏网既会相融、也会相斥，形成不同网络结构。如何调整，使网络结构成为既有利于集体行动、

又有利于创新传播的结构型态？同时，创造机会与掌握机会的行为会交互出现，并时而相生、时

而相克。双元力量本身的演化以及在交互中共演的过程，是网络动态学、主体建模与社会计算

中可以验证的主题，并可能建立预测模型，对预测与决策的应用需求作出回应，这正是本文概

念架构结合动态平衡概念的可能发展方向。

相比英萨尔动态调整得到成功的结果，越南农民运动的研究显示出法国殖民当局行动的

失败。当制度、价值观、社会网络层面都出现新的地区变革力量，并与更大系统中的传统力量形

成两极对立时，如何掌握相关双元力量的消长以把握“转折”的关键点？制度层面，代理人制度

在原有的“家长式”租佃制度之间造成了剧烈张力；价值观层面，维持认同的民族文化和殖民入

侵的商业文化之间产生了深刻矛盾；社会网络层面，曾经紧密的地区熟人网络和代理人出现后

的去中心网络间形成了巨大落差。

引入双元力量间动态平衡概念的概念架构，同样能考察在多层次系统中，变革与延续认同

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关系：二者内部各自有网络结构与行为间的正负反馈，形成了各自力量的消

长；这一过程中，两类力量又会交互与共演。从中可以探索系统演化的“转折”点，并思考动态平

衡之道。然而现实中，这样的双元力量最终走向了极端的两极对立，种种历史的、文化的、经济

的因素作用于这一社会系统，系统自身存续的需求、更大社会网络中原有的传统制度观念，以

及局部社会网中新的代理人制度等力量，在演化过程中都得到了增强。因而地区子系统最终和

更高层次系统间爆发矛盾，动荡开放的外部环境和不同尺度间的制度冲突，使得广泛而持久的

农民运动在越南发生。

面对双元矛盾力量如何做出决策，与对动态平衡“转折”关键点的探索，既是此类研究需要

发展的方向，也是进一步扩大本文概念架构的研究重点。针对本文的两个范例，加入新的动态

平衡概念也可以指导研究者收集更多相关资料，提出更充实的理论解释。

将中庸的动态平衡纳入解释架构说明了在已得到的扩充架构之上，还可以有更复杂的架

构发展，除中庸思维之外，如更高层次系统的直接干预、分形、有限时间奇点等概念都可以加入

到复杂社会系统研究的架构中。

但本文中初步扩充的概念架构已足以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一个解析组织与社会现象的

视角。对概念架构和理论范例的介绍表明，以复杂思维重新探索传统的学科领域，一方面能够

帮助研究者审视过往受还原论影响而导致的简化解释；另一方面，复杂思维并不拒斥原有的解

释，而是能够发现、补充被传统方法遗漏或尚未触及的部分。

本文中不断提到新网络科学可以和复杂社会系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上述概念架构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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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研究者考察各类社会与组织现象，得到理论解释，然而复杂系统研究却不会止于理论解

释。正如本文在引言中所提及的，复杂系统研究已经提供了大量分析工具与方法，并且不断出

新，比如元胞自动机、遗传算法，帕吉特与鲍威尔就以此方法动态模拟市场与组织的涌现过程

（Padgett和Powell，2012）；主体建模（Macy和Willer，2002）则以个体行动者(actor)的行为过程来

模拟整体系统的动态演化；网络动态学（network dynamics）（Powell等，2005）可以动态地模拟

社会网结构的涌现与演化，本文的概念架构中所强调的结构与行动共演正好可以利用这

些网络演化的方法加以建模。晚近的发展有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算法的计算社会科学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Lazer等，2009）、复杂网（Watts，1999；Barabási，2005；Newman，
2010）与社会计算（social computing）等, 这些分析工具和方法可以使动态理论的建模与大数据

相结合，从而得到理论的验证，并在验证与修正中不断改善理论解释。进一步还能够得到预测

模型，对相类似现象进行预测，帮助决策，产生实用的价值。

此外，虽然过去复杂系统研究的理论都是“从因果走向主体”（from factors to actors）
（Macy和Willer，2002），但重新探讨复杂演化中的定性研究（Castellani和Hafferty，2009）与因果

研究（Stavroglou等，2020）却是不可忽视的新议题。并且，在复杂系统研究的理论中得到的演化

因素，还可以透过QCA方法去检证系统非线性演化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分别是哪些因素或

组态（杜运周等，2021）。
以本文中解释东南亚农村在工业化过程中是否涌现农民运动的理论为例，一系列因素可

以从一个主体行动与网络结构共演的理论模型中被抽取出来，如城市化程度、地主离开乡村的

比例、乡村社会网变疏的程度、乡村村民网络的权力集中度、小世界指数、乡村贫富差距拉大程

度、代理人介入程度、地租成长率、传统乡村结构的韧性、传统租佃关系的韧性、农民生活必需

的下限等。为什么有的地方发生了农民运动，有的地方却没有？这些因素与QCA方法就可以对

农民运动涌现提供因果的解释。

为了突出复杂思维概念架构下的理论解释与还原论范式得出的理论解释之间的差异，本

文使用的范例均为对格兰诺维特已介绍过的研究案例的总结与梳理，而没有使用新的实证案

例，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将概念架构在更多的研究中加以运用，并结合复杂系统研究的工具

与方法，会是我们未来工作的重点。

本文只是一个复杂思维概念架构的初步探索，期待复杂社会系统研究与社会计算方法、社

会大数据做出更多结合后，社会科学研究者们能够收获更为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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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ergence of Institutions: A Perspective from
Complexity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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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 research framework under the complex
thinking paradigm for soci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researchers, so that researchers can analyze the
emergence process  of  institutions and other  social  phenomena with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complex  system research,  and  arrive  at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that  differ  from the  reductionist
paradigm. The prototype of the conceptual architecture presented comes from Edgar Morin. Morin
attempts to introduce the common concept of complex system research into epistemology. And then,
Granovetter’s dynamic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Luhmann’s social autopoiesis theory are introduced to
supplement  Morin’s  argument  about  “interaction  between  existence  and  existing  activities”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and an expanded conceptual framework is put forward.
Finally, two empirical research cases are presented. One case proposes an analysis of the emergence
process of the electric power industry’s new instit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coevolution of network structure and actions argued by Granovetter.  The other case concern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Vietnam, and thus illustrates the paradoxical outcome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open  system argued  by  Luhmann’s  social  autopoiesis  theory.This  extended
conceptual framework does not exclude other analytical frameworks for complex social systems, and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for further expansions. For example, the Chinese concept of
Zhongyong, namely, the dynamic balance of dual forces, can be used to further explain the two case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By using the extended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this paper, researchers are able
to reexamine the social phenomena which was explained by reductionism in the past, and obtain theor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olistic, network, non-linear, dynamic and dialogue principle.

Key words: complex  system  research; complex  social  system; complexity  thinking; self-
organization; emergence

（责任编辑：宋澄宇）

 

以复杂思维考察制度涌现

37


